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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职能的履行。如何调整政府间

纵向财政关系以提升基层政府的财力水平，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问题。近年

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行成为理顺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尝试，为实

证研究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保障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分析的条

件。本文基于全国县级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研究省直管
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路径加以识别。研究

结果表明，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比于本级财政收入，改革

对上级转移支付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说明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对县级转移支

付的截留行为，实现了县级基层政府财力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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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基层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础，是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单位和最终落实

者，是与老百姓接触最多最密切的政府行政单位，其各项职能的良好运转，不仅决定了人民对党和

政府的印象，更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政府公信

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基层政府如何为当地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

务，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而基层政府能否提供足质足量的公共服务，一个重要的前提

条件是基层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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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镇、市辖区等基层政府相比，县自古以来是中国最稳定、最重要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它

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公共服务，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相比于市辖区，县的地理交通位置缺乏先天优势，无法吸引充足的国内外人才和投资流入，经济发

展实力较弱，缺乏持续稳定的自有收入来源，导致目前中国县级政府的财力状况普遍不佳，入不敷

出的收支矛盾非常突出。２０１６年全国县级政府的平均财政收支差距为 １９６４亿元，本级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的比值为１∶２４５。① 而且在经济新常态下，全国财政收入面临增速放缓的趋势，县级
政府也不例外，再加上债务偿还负担，县级政府未来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不容乐观。

除了地理交通位置缺乏先天优势，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是，在中国现行的

行政组织体系下，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分税制改革
后，税源向上集中且主体税种实行多级共享。由于省市级政府在行政组织体系中居于强势地位，

导致县级政府对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分享比例较小，而划归为县级政府独享的税种往往税额小、税

源散、征收难。除此之外，由于县级转移支付资金经手的政府层级过多，面向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资金经常出现被截取和挪用的现象。在县的地理交通位置短时间难以整体改观的情况下，若想迅

速提升县级政府的财力保障水平，调整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关系、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权地位变得至

关重要。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调整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提高基层政府财力水平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尝试。为了理顺省以下纵向财政关系、解决县级财政困境，一些省份自发地进行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以充分调动县的自我发展积极性，加大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从而使县级

政府具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２００４年，安徽、湖北率先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随后河南、
江西、山西、陕西等省份先后开展改革试点。省级政府自发进行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的成果得到了

中央政府的认可，２００９年，财政部颁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２０１２年底
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② 至 ２０１０年，全国
已在２７个省份９７０个县推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③

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自实施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从管理效率角度，

探讨改革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及行政工作效率的影响（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王小龙、许敬轩，
２０１７）；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实证研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才国伟、黄亮雄，
２０１０；郑新业等，２０１１；毛捷、赵静，２０１２）；有的学者从财政支出角度，研究改革对地方政府职能和
各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陈思霞、卢盛峰，２０１４；贾俊雪、宁静，２０１５；卢洪友等，２０１７）。不少学者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并未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认为改革的

总体效果是负面的（才国伟等，２０１１；贾俊雪等，２０１３；Ｌｉ等，２０１６）。与此同时，实际中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出现放缓，例如辽宁省于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取消对绥中县和昌图县实行省直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但本文认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通过调整“省—市—县”之间的

纵向财政关系，从而实现县级财力水平提升和缓解县级财政困境。如果改革实现了这一初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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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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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由本文基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计算得出。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发布的最新年份为
２０１７年，里面汇总的是２０１６年县级社会经济数据。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１）国税和地税收入指标由省级财政直接分解下达到县，县将收入直接上解给省
级财政；（２）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直接划拨给县；（３）各项上解和补助的基数由省级财政直接对县核准，年终
直接与县进行资金结算；（４）县举借的国际贷款、国债转贷资金和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等，直接向省级政府承诺偿还。

数据来源于财政部《２０１０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标，则应该客观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一些修补配套措施积极解决问题，以确保改

革继续推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目前研究改革是否实现改革初始目标———提升

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文献并不多见，尤其缺乏通过识别改革对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不同

效应，进而剖析改革对县级政府财力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实证分析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
革如何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产生影响。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深入分析改革对本级收入和转

移支付的异质性影响，厘清改革对于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机理路径，为改革效应的逻辑传

导链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环节补充实证检验，
为已有研究改革影响财政支出或经济增长的文献提供逻辑依据和补充。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县级政府可支配财

力的提高，增强了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其中，相比于本级财政收入，改革对上级转移支付的提升

作用更为明显，由此可知“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
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增加”这一影响路径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后，弱市下辖县的总体财力提高水平明显高于强市下辖县以及强县的转移支付增长幅度

高于弱县，更进一步验证了改革确实通过削弱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促进县级政府总体财力尤

其是转移支付收入的提高。

二、理论框架

众多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纵向财政关系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Ｋｅｅｎ，１９９８；Ｑｉａｎ等，２００６）。
这一结论为研究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提供了思路和框架，省直管县作为中

国近年推行的一项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主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政府间财政竞争的机理路径对

县级可支配财力产生影响。

１横向财政竞争的影响路径
横向财政竞争主要是指在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劳动力、资本等优质资源

流入本地从而能够扩大税基和提高财政收入，参照和模仿其他横向同级地方政府的税率设置或者

税收政策，以确保本地税收政策对流动性资源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政府间竞争行为（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和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２００１；Ｒｏｒｋ，２００３；Ｌｙｙｔｉｋｉｎｅｎ，２０１２）。尽管中国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税收自主权因而无
法自行设置税种和税率，但是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可通过给予税收优惠或放松税收征管等方式降

低实际有效税率，从而进行实际意义上的横向税收竞争（王守坤、任保平，２００８；郭杰、李涛，２００９；龙小
宁等，２０１４）。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县的横向同级政府由原来隶属于同一地级市的十几个县，
突然增加至隶属于同一省份的几十个县。县的同级竞争对手陡然增多，可能加剧县级政府之间的横

向财政竞争，从而导致实际有效税率降低，最终减少了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邓子基、杨志宏（２０１２）
指出，在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横向政府财政竞争的重心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而下移，

因而横向财政竞争的核心由省级财政竞争转变为县级财政竞争，全国２８００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
竞争远比３０多个省份的竞争更加激烈。王小龙、方金金（２０１５）基于中国省级与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
据和企业微观数据，从企业实际税负变化的角度，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县级政府税收竞争之间

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计量结果表明，改革使得县域工业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显著降低约０４５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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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确实强化了县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２纵向财政竞争的影响路径
纵向财政竞争是指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对优质财政资源的竞争。西方纵向竞争理论认为由

于不同级次的政府共享同一税基，某级政府在制定税率时往往忽略其对另一级政府税收的负外部

性，从而低估社会边际成本，导致各级政府制定的税率偏高（Ｋｅｅｎ，１９９８；Ｍａｒｔíｎｅｚ，２００５；Ｄｅｖｅｒｅｕｘ等，
２００７）。而在中国，纵向财政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力的控制———地级市政府凭借

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仅在财权划分时降低县级政府对主体税种的留成比例，而且随意截取或

挪用原本应该拨付给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好处在

于切断了地市级与县级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得地级市对县级财力失去了绝对控制权，弱化了纵向财政

竞争，减少了地级市对县级财力的攫取，避免了县级向地级市自下而上的财力转移，从而增加了县级

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更进一步细化来看，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使县级政府与地级市政府的财权重新

得以清晰地划分，增加且固定了县级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这充分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从而增加县级政府的本级财政收入（李明强、庞明礼，２００７）；另一方面，改革降低了地级市对县级

转移支付占用的可能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可以由省级财政账户直接下达到县级财政账户，避免地市

级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截留与挪用，从而使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得以增加（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
综上所述，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路径可归纳为如图

１所示的理论框架。图１左侧影响路径显示，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县级政府面临
的同级财政竞争对手突然增多，改革通过强化县级政府横向财政竞争，将降低县级实际有效税率，

从而减少县的本级财政收入；图１右侧影响路径显示，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纵向
财政层级由原来的“省—市—县”变为“省—县”，改革通过弱化市县之间的纵向财政竞争，减少了

地级市对县财政资源的攫取行为，从而增加了县本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由图 １可知，改

革对县可支配财力最终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正反向作用力的综合效果，单纯的理论分析很难

有所定论，只能通过计量方法进行经验研究来寻求答案。鉴于此，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全国县级财

政数据，利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改革对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此外，为了检验改革的影响

路径，本文还将分析改革对本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的不同影响效应。

图 １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影响县级可支配财力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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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计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评估一项政策或者改革实施效果较常用的计量方法是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它通过对时间维度和个体维度进行两次差分，能够控制住不可观测的年度共同
冲击（如另一项政策效应、经济危机等）和个体间不可观测的差异（如地势地貌、历史文化等），从而

获得较为科学的改革处置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然而，双重差分法估算结果无偏有效的一个重
要前提是处置状态的选择具有随机性，即一个县作为处置组（改革县）还是对照组（非改革县）必须

是随机决定的，否则会带来明显的选择性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通过研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相关政府文件，可以得知改革试点县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省级地方政府根据县域经济特征

来决定的一个非随机选择过程，例如，江西省和山西省决定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进行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试点；①陕西省提出“首先选择生态保护任务重、财政经济特别困难的县进行，同时为

积累经验，为下一步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再选择 ２个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县进行试点”的改革原
则。② 因此，双重差分法并非适合本文的最优计量方法，本文采取的是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ＳＭＤＩＤ）。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相比
于传统 ＤＩＤ线性回归方法的优势在于：第一，它基于由一系列特征变量估算得出的倾向得分，使各
方面近似的控制组和处置组相匹配，构造出一个无限接近于处置组特征的对照组后再双重差分，

从而消除选择性偏差，确保处置组选择的随机性（Ｌｉｎ和 Ｙｅ，２００７；Ｃａｌｉｅｎｄｏ和 Ｋüｎｎ，２０１１；
Ｍｅｎｄｏｎａ和 Ｓｏｕｚａ，２０１２；Ｇｅｂｅｌ和 Ｖｏβｅｍｅｒ，２０１４）；第二，它是一种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放松了线
性关系的强假设（Ｐｅｒｓｓｏｎ和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０４）。就本文样本数据特点而言，非线性参数估计的优势
具体体现为：（１）因为改革省选取改革县的标准是经济或财政状况极好或者极差的县，采用传统
ＤＩＤ线性回归方法很难设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正确函数形式，而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无须考
虑函数形式问题，只要通过平衡性检验则可以视作为处置组找到了特征近似的对照组，从而确保

处置组选择的随机性；（２）改革省选取改革县的标准随年份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 ２００４年河南省
的选取标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２００７年山西省的选取标准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相比于传
统 ＤＩＤ方法，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好处在于不需要考虑选取标准的年度变化，因为不管选取标准如何
随年度发生变化，匹配完成后处置组始终都是与自己特征近似的对照组进行比较。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具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本文构造以改革哑变量为
因变量、县的特征变量为自变量的二值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③通过估算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来预测每
个县实施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

Ｐｒｏｂｉｔ（ＰＧＣｉ＝１）＝α＋βＸ
ｔ０
ｉ ＋εｉ （１）

式（１）中，因变量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哑变量 ＰＧＣｉ，实行改革的县赋值为 １，未实行改

７５

①

②
③

参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赣府发〔２００５〕２号）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和在３５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通知》（晋政发〔２００６〕４５号）。

参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陕政发〔２００６〕６５号）。
二值选择模型常用的有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基准分析中本文首先采取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然后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稳健性

分析。



革的县赋值为０。Ｘｔ０ｉ为一组影响一个县改革实施概率的特征变量。首先，本文通过仔细研读各省
份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府文件，发现各省份选取改革县主要基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财政实力状况，因此本文在基准分析中选择的特征变量 Ｘｔ０ｉ包括如下变量：（１）经济发展特征变量：
本文选取了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①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人口密度（总人口除以县域面积）、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 ５个经
济特征变量，以捕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点、人口规模效应和城镇化水平对改革概率的影

响；（２）财政实力特征变量：本文选取了财政缺口（财政收支缺口占自有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财政
特征变量，以捕捉财政困难程度对改革概率的影响。② 除此之外，本文还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引入国家
级贫困县哑变量、县级市哑变量、县的平均海拔、县的平均坡度这４个特征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Ｌｉ
等，２０１６）。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这些变量受到改革影响，本文均采用改革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的平均值加以度量，以确保 Ｘｔ０ｉ的外生性（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Ｃａｌｉｅｎｄｏ和 Ｋｏｐｅｉｎｉｇ，
２００８）。

第二步，计算倾向得分后，本文选择恰当的匹配方法将处置组（改革县）和对照组（非改革县）

进行匹配，并且运用平衡性检验对匹配效果进行评估（即判断是否为处置组寻找到特征近似的对

照组）。常见的匹配方法有核密度匹配法、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法（ＬＬＲ）。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在匹配时权衡考虑了样本量和精确度问题，而且
已有文献最常用的也是这两种方法，因此本文在基准分析时主要利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匹配，而在

稳健性分析中再采用半径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

第三步，匹配完成以后，本文基于式（２）计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平均
处置效应。其中，τＡＴＴ 表示处置组的平均处置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③ ＰＧＣ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哑变量，ＰＧＣ＝１为处置组即实行改革的县，ＰＧＣ＝０为
对照组即未实行改革的县。Ｙ１和 Ｙ０分别表示处置组和对照组的可支配财力水平。ｔ０表示事前时

点，ｔ１表示事后时点，Ｙ
ｔ０为事前时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平均值，Ｙｔ１为事后时点 ２００７

年县级可支配财力的数值。④ Ｐ（Ｘ）为倾向得分，ｗｉｊ表示在不同匹配方法下为对照组赋的权重，Ｓ
表示倾向得分的共同支撑域（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１为处置组的样本数，Ｅ为期望算子。

τＰＳＭ－ＤＩＤＡＴＴ ＝ＥＰ（Ｘ）｜ＰＧＣ＝１｛［ΔＹ１｜ＰＧＣ＝１，Ｐ（Ｘ）］－Ｅ［ΔＹ０｜ＰＧＣ＝０，Ｐ（Ｘ）］｝

＝ＥＰ（Ｘ）｜ＰＧＣ＝１｛［Ｙ
ｔ１
１ －Ｙ

ｔ０
１ ｜ＰＧＣ＝１，Ｐ（Ｘ

ｔ０）］－Ｅ［Ｙｔ１０ －Ｙ
ｔ０
０ ｜ＰＧＣ＝０，Ｐ（Ｘ

ｔ０）］｝

＝ １
Ｎ１∑ｉ∈ＰＧＣ１∩Ｓ

［（Ｙｔ１１ －Ｙ
ｔ０
１）－∑ｊ∈ＰＧＣ０∩Ｓ

ｗｉｊ（Ｙ
ｔ１
０ －Ｙ

ｔ０
０）］ （２）

８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②

③

④

实际人均 ＧＤＰ＝名义人均 ＧＤＰ／省份消费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
本文选取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是由于河南省、江西省、山西省、陕西省的政府文件提出要选取经济强县或贫困

县；选取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是因为二者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可靠指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是由于中央
政府文件提出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是因为河南省的政府文
件提到考虑工业基础，而且第二产业占比也是衡量一个县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选取财政缺口是因为河南省的文件提到

考虑财政实力，陕西省提到选择２个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县进行试点。
除了 ＡＴＴ，评价政策因果处置效应的指标还包括 ＡＴＵ（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和 Ａ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本文更加关注处置组的改革效应，因此选用 ＡＴＴ指标。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可支配财力的平均值来测度，以平滑可支配财力的年度波动。本文没有考虑 ２００３年，是因为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开始于２００４年，这样处理可以减少改革预期效应造成的估算偏差。之所以将 ２００７年作为事后时点，是因为
目前可获得县级财政收入明细数据的最新年份为２００７年。



（二）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数据来源主要为《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

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省份统计年鉴和各个省份颁布的正式改革文

件。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剔除了数据大量缺失的西藏自治区县级
样本；（２）市辖区在财政自主权、获得市级扶持等方面与县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剔除了市辖区样本；
（３）以２００７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剔除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例如县的撤并、县改区
等）的县级样本；（４）剔除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的县级样本，①以确保所有样
本在事前时点处于同一状态，即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均实行市管县财政体制；（５）考虑到渐进式改革
省的非改革县可能受到本省改革政策的影响，不适合作为对照组，因此剔除了渐进式改革省的非

改革县；②（６）对式（１）和式（２）中所有变量剔除了小于１％和大于９９％分位数的观测值，以消除异
常值造成的影响。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是 １４４９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 ３３２
个样本为改革县即处置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进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１１１７个样本为非改革
县即对照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一直实行市管县财政体制）。

县级可支配财力 Ｙ是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本文选取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值作为可支配财
力的测度指标。此外，可支配财力主要有两个来源———县本级自有财政收入与县从市获得的转移

支付收入。据前文所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二者的影响机理不一样，因此，本文再分别将本

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与 ＧＤＰ的比值作为结果变量，以考察改革对不同来源财力的影响。由
表１可知，改革前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县级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均值为 １３５４％，其中改革县的均
值为１３０７％，非改革县的均值为１３６８％，两组样本之间并未存在显著差异；改革后 ２００７年县级
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均值为 １８８５％，其中改革县的均值为 ２０２０％，非改革县的均值
１８４５％，二者之间差异显著，可见改革以后改革县的财政总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改革县。此
外表１还显示，改革县本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未明显高于非改革县，而上级转移支付水平的
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改革县。不过，基于表１的统计描述结果将县级财政总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
的增加趋势皆归因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尚不科学，还需后续进一步进行计量分析。

　　表 １ 结果变量的统计描述 　　

结果变量 年份
均值差异检验

全样本均值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

财政总收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１３５３９

（９６７０）

１３０７２

（８８３９）

１３６８０

（９９０７）

－０６０８

（０６２３）

２００７（ｔ１）
１８８５３

（１２５０３）

２０１９７

（１２１３４）

１８４４７

（１２５９０）

１７５０

（０８０４）

Δｔ（ｔ１－ｔ０）
５３１５

（０１９０）

７１２６

（０４３１）

４７６８

（０２０８）

２３５８

（０４４６）

样本数 １３５４ ３１４ １０４０ —

９５

①

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的县级样本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浙江、宁夏下辖的所有县，以及河
南的济源市，湖北的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和新疆的石河子市。

渐进式改革省包括河南省、江西省、山西省、陕西省、青海省和甘肃省。



续表 １

结果变量 年份
均值差异检验

全样本均值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

本级财政收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４１３３

（１６５９）

４３９６

（１５１５）

４０５４

（１６９３）

０３４３

（０１０７）

２００７（ｔ１）
４０３８

（１９４９）

４４３７

（１８７８）

３９１８

（１９５５）

０５１８

（０１２４）

Δ（ｔ１－ｔ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９）

样本数 １３５７ ３１３ １０４４ —

上级转移支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８３６３

（８８９５）

７９００

（８０５２）

８５０２

（９１３１）

－０６０２

（０５６１）

２００７（ｔ１）
１３７４２

（１１７２６）

１４４０１

（１１５４０）

１３５４５

（１１７８０）

０８５６

（０７５１）

Δ（ｔ１－ｔ０）
５３７９

（０１７７）

６５０２

（０４０１）

５０４３

（０１９５）

１４５９

（０４１８）
样本数 １３５４ ３１２ １０４２ —

　　注：除了 Δｔ（ｔ１－ｔ０）对应行和 ｔ检验对应列的小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以外，其他小括号里的数字均为标准方差，、

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四、结果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式（１）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了计量回归。表２显示，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人口
密度、城镇化水平、财政缺口对一个县的改革实行概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一个县是否实施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并非随机决定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采取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必要性。然后，本
文根据式（１）和表２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预测得出每个县实行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图 ２为
改革县和非改革县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可见二者的倾向得分呈现正态分布，集中分布于（０，０６）
区间，而且二者分布区域基本重合，满足共同支撑条件（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①

在估算出每个县的倾向得分之后，本文采取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法，将倾向得分接
近的处置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在运用核密度匹配法时，本文尝试了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和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两
种核函数以及带宽为００３和００６的设定；运用 Ｋ个最近邻域法时，本文尝试了 Ｋ等于５和１０、邻
域为００５和０１的设定。不管基于何种匹配方法，匹配后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必须满足条件独
立分布假设（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ＩＡ）。②

检验 ＣＩＡ假设是否得以满足的有效办法是对匹配上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ｅｓｔ）。首先，本文对匹配前后处置组和对照组的各个特征变量进行了均值差异检验，表２

０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②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以及 Ｌｅｃｈｎｅｒ（２００１）指出，如果违反了共同支撑条件，意味着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样本较多，基于共同
支撑域 Ｓ估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 τＡＴＴ仅为一个子集效应，不具有准确性和代表性。

条件独立分布假设是指在给定倾向得分的条件下，可支配财力水平与是否实施改革之间是独立的。满足 ＣＩＡ意味着改
革是条件外生的，选择性偏差得以校正（Ｌｅｃｈｎｅｒ，１９９９）。



图 ２　改革县与非改革县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

显示在匹配以前，各个特征变量 Ｔ检验的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说明匹配前处置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而在匹配以后 Ｐ值均大于００５，说明匹配后的处置组与对照组的各种经济特征变量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确保处置组的样本选取具有随机性。然后，本文计算了匹配前后处置组与

对照组各个特征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差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Ｂｉａｓ）①，表 ２显示匹配之前各个变量的标准
化差异绝对值在１２５％ ～３７８％，匹配之后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差异绝对值在 ０３％ ～６８％，表明
匹配后处置组与对照组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大幅减少。② 最后，本文对比了匹配前与匹配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的 Ｒ２和卡方检验统计量，表２最后两行显示，匹配后 Ｒ２明显变小，而卡方检验统计量也从
显著变为不显著，这都表明在匹配之后处置组和对照组在总体经济特征上不再具有明显的差异

（Ｓｉａｎｅｓｉ，２００４）。上述三种平衡性检验均很好地通过，表明本文匹配变量与匹配方法的选取具有合理
性，通过匹配使得处置组和对照组满足条件独立分布假设，有效地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

　　表 ２ 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变量 匹配状态
均值差异检验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ｐ值）

标准化差异

（％）

倾向得分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实际人均 ＧＤＰ的省内排名
匹配前 ３７９７ ４８５４ －５５２（０００） －３７８０
匹配后 ３７９７ ３７６６ ０１６（０８８） １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匹配前 ３３３８ ３４８８ －１９１（００６） －１２５０
匹配后 ３３３８ ３３３５ ００４（０９７） 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匹配前 ３３８９ ３１９１ ２４９（００１） １６５０
匹配后 ３３８９ ３４０２ －０１５（０８８） －１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匹配前 ５３６ ４９９ ４６４（０００） ３２２０
匹配后 ５３６ ５３４ ０２５（０８１） １７０

０３４４

（００４９）

城镇化水平（％）
匹配前 １８６２ １６５５ ２７２（００１） １８３０
匹配后 １８６２ １７８６ ０８５（０４０） ６８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１６

①

②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５）提出的标准化差异计算公式为 （Ｘ１－Ｘ０）／
Ｓ２１＋Ｓ

２
０

槡２
。

目前学术界对于标准化差异满足 ＣＩＡ假设的临界值尚无定论，不过标准化差异计算公式的提出者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５）认为，标准化差异只要低于２０％，则说明二者差异不大，即符合 ＣＩＡ假设。



续表 ２

匹配变量 匹配状态
均值差异检验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ｐ值）

标准化差异

（％）

倾向得分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财政缺口（收支缺口／自有

支出，％）

匹配前 ０５５ ０５８ －２５５（００１） －１６９０

匹配后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１３（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４１１

（０３２１）

匹配前 匹配后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２

卡方检验统计量 ＬＲｃｈｉ２ ８７１６０ １６８０

　　注：卡方检验即为联合显著性检验。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该表的平衡性检验基

于核密度匹配法，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表２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具体结果。

（二）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分析

表３给出了采用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别对县级
可支配财力的改革处置效应。表３的第３列显示，在两种匹配方法八种参数设定下估算得出的处
置效应均显著为正，其平均值为 ２９６２，表明在改革后，县级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提高了
２９６２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革总体上有利于县级政府财力水平的提高，说明图１中“纵向财政关
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影
响路径的作用力更强一些。此外，表３的第 ４列显示，改革提高本级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０１０５个
百分点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３的第５列显示，改革显著提高转移支付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１７９１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后县的转移支付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本级收入增长幅度，说明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截留与挪用县级转移支付的纵向财政竞争行为，显著提高县

级政府从上级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从而明显增加了县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表 ３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的处置效应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核密度匹配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２９９８

（０４３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１）

１７７３

（０４３４）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２９５３

（０４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９）

１７２０

（０４３２）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２９４９

（０４２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９）

１７１２

（０４３２）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２８３７

（０４２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１８）

１６００

（０４３３）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

Ｋ＝５；邻域 ＝００５
２９４５

（０４８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２）

１９８５

（０５０２）

Ｋ＝５；邻域 ＝０１
２９４５

（０４９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２）

１９８５

（０５０２）

Ｋ＝１０；邻域 ＝００５
３０３６

（０４５８）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５）

１７７７

（０４７１）

Ｋ＝１０；邻域 ＝０１
３０３６

（０４５９）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５）

１７７７

（０４７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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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处置效应平均值 ２９６２ ０１０５ １７９１
处置组样本数 ３１４ ３１３ ３１２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三）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未必对所有县产生一致化的影响，原因在于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并非必

然现象，这主要取决于地级市与县彼此的经济地位。杨志勇（２００９）指出各个地级市与县财政实力
的强弱关系有所不同，按照强弱地位地级市与县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强市与强县、强市与弱县、

弱市与强县、弱市与弱县。如果市县关系为弱市与强县，由于弱市不具备带动强县经济发展的条

件，极有可能出现“市卡县”“市刮县”的问题；如果市县关系为强市与弱县，强市对弱县的经济发展

将起到带动作用，有利于提高弱县的公共服务能力。

１．改革效应的异质性：“强市下辖的县”和“弱市下辖的县”
考虑到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同经济实力强弱的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也有所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级市（强市）由于自身具备良好的财政创收能力，可能对县级财政资源的

攫取程度要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级市（弱市）。如果前文关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

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县级可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判断正确，那么省直管县改革以后，由“弱
市”管辖的县的可支配财力增加幅度应该大于由“强市”管辖的县。因此，本文首先将全国改革县

样本划分为“强市下辖的县”和“弱市下辖的县”两个子样本，以对比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间的改革效应。① 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地级市实际人均 ＧＤＰ均值在省份的排
名作为划分标准，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省内的前１／３的地级市为“强市”，排名位于省内的后１／３
的地级市则为“弱市”。表４结果显示，弱市下辖的县在改革后总体财力水平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提高
幅度要明显大于强市下辖的县，说明改革大幅减少了弱市对其下辖县转移支付的截留行为，验证了前

文的推断。此外，考虑到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要优于其他非省会城市，本文还尝试以“是否

归属于省会城市管辖”作为划分标准，将改革县分为“省会城市（强市）下辖的县”和“非省会城市（弱

市）下辖的县”，以对比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改革效应。表４结果表明，在非省会城市下辖的县，
改革对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应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省会城市下辖的县的处置效应均

为负数，由此说明综合实力弱的非省会城市在改革前对下辖县的攫取行为更多，而综合实力强的省会

城市在改革前对下辖县的扶持作用更大，因此前者在改革后财力水平显著上升，而后者由于不再受到

省会城市的扶持，财力水平尤其是转移支付水平反而出现下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推断。

　　表 ４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强市”和“弱市”下辖县财力的处置效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市下辖

的县
处置效应

１１４１

（０９５８）

－０００６

（０２６２）

０２０３

（０９１９）

弱市下辖

的县
处置效应

３３２５

（０７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０）

１８８６

（０６２５）

３６

① 此处仅对改革县（处置组）样本进行划分，是为了确保非改革县（对照组）样本与表３的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续表 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市下辖

的县

处置组样本数 ５２ ５０ ４９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弱市下辖

的县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５７ １５９ １５９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省会城市

下辖的县

处置效应
－１５７７

（０９３９）

－０２９９

（０３５４）

－２３４０

（０６１２）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７ １５ １７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非省会城

市下辖的县

处置效应
３１４９

（０４８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１）

１９２５

（０４７５）

处置组样本数 ２９７ ２９８ ２９５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该表的处置效应基于核密度匹

配法（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的处置效应结果与表５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具体结果。

２．改革效应的异质性：“强县”和“弱县”
对于在改革前更容易成为地级市政府攫取对象的强县而言，改革将减少地级市对强县转移支

付资金的截留，而对于弱县而言，改革后地级市对弱县的财政管辖权被削弱，自然会降低对弱县经

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如果前文关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县级可
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判断正确，那么省直管县改革以后，强县政府可支配财力尤其是转移支付的增

加幅度应该大于弱县政府。本文尝试将全国改革县样本划分为“强县”和“弱县”两个子样本，以考

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强县和弱县产生的不同改革效应。①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改革县实
际人均 ＧＤＰ均值在其所属地级市的排名作为划分标准，若该改革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前
１／３，则将该县划为“强县”，若该改革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后 １／３，则为“弱县”。由表 ５处置
效应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后强县转移支付收入的提升幅度尤为明显，远远大于弱县的提升幅度，说

明改革前地级市对强县的攫取行为主要体现为对其转移支付收入的挪用或截留，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很好地约束了这种纵向财政竞争行为。

　　表 ５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强县”和“弱县”财力的处置效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县

处置效应
２８２０

（０７５１）

０４０７

（０２４８）

１８４０

（０６４０）
处置组样本数 ５３ ５３ ５３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弱县

处置效应
２８１４

（０７８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８４）

１１７１

（０６９０）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３８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四）反事实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及匹配方法的选择是否合理有效，本部分将进行反事实分

析，即构造一组反事实样本作为处置组，采用与前文同样的计量设定来估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的处置效应。如果前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设定及匹配方法选择是合理有效的，那么基于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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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此处仅对改革县（处置组）样本进行划分，是为了确保非改革县（对照组）样本与表３的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实处置组估计得出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处置效应应该是不显著的。本

文选择渐进式改革省份里非改革市下属的所有非改革县作为反事实样本组，这样构造的原因在于

反事实处置组必须为未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而且受到改革影响甚微的县。如果同一个地

级市里既有改革县又有非改革县，地级市政府由于无法继续控制改革县的财力，因而可能加剧对

其下属非改革县可支配财力的攫取。因此，本节反事实处置组样本里不包括已经实行改革的地级

市下属的非改革县，仅选择整个地级市未实行改革的非改革县作为反事实处置组，以最小化改革

对反事实处置组的影响。① 由表６可以看出，无论采取何种匹配方法，基于反事实处置组估算得出
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总财政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设定及匹配方法选择是合理的。

　　表 ６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处置效应的反事实分析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核密度匹配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１０５４

（０９２３）

－０３０８

（０２０７）

０６７８

（０８５０）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０９６０

（０９０９）

－０２７９

（０２０３）

０５３４

（０８３５）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０９３８

（０９０８）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２）

０４９９

（０８３３）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０６７５

（０９１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８１

（０８４５）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

Ｋ＝５；邻域 ＝００５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４）

－０４８９

（０２４８）

０８７４

（０９９８）

Ｋ＝５；邻域 ＝０１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４）

－０４８９

（０２４８）

０８７４

（０９９８）

Ｋ＝１０；邻域 ＝００５
１０５２

（０９８４）

－０３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７５１

（０９３４）

Ｋ＝１０；邻域 ＝０１
１０５２

（０９８４）

－０３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７５１

（０９３４）

处置组样本数 ９３ ９７ ９３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除了上述反事实分析，本文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并非偶然，对所有非改革县进行５００次随机
抽样，重新构造５００个新的反事实处置组，计算得出５００个改革处置效应的估算系数并绘制其概率密
度分布（见图３）。图３的抛物线从左到右分别显示了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 ５００次反
事实估算后处置效应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竖线分别表示基准结果中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

处置效应系数２９６２、０１０５和１７９１。由图３可知，反事实处置效应的估算系数集中分布在０附近，

５６

① 反事实分析的对照组与前文基准分析的对照组保持一致。



说明改革并未对反事实处置组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并且基准结果中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

应系数２９６２和１７９１明显落在概率密度分布曲线之外，意味着省直管县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县
级财政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显著提升是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并非由不可观测偶然因素所引起的。

图 ３　基于 ５００次随机抽样的反事实处置效应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基准分析得出的“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提高县级基层政府财

力水平”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分析检验：（１）利用式（１）计算平均处置效应
时，剔除匹配后相应对照组数目最少的 １０％的处置组样本，以减少处置组中的异常值样本对最终

结果造成的偏差；（２）使用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稳健性标准差，分别在地级市和省级层面进行了聚类，以

控制住聚类效应对省直管县改革处置效应的影响；（３）采用式（１）计算倾向得分时，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替
换默认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倾向得分方程的回归；（４）尝试更换匹配方法———采用半径匹配法（半径

为００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ＬＬＲ）将处置组与对照组进行配对，考察更换匹配方法后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处置效应是否稳健；（５）更换结果变量的度量指标，尝试将财
政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实际人均收入值的对数作为县级政府财力的测度指标；①

（６）尝试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引入额外的４个特征变量———国家级贫困县哑变量、县级市哑变量、县的
平均海拔、县的平均坡度，以捕捉这些变量对改革实施概率的影响。② 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改革

对总财政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影响效应并未与表 ３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前文所得的改

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正向处置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③

五、结论与建议

基层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公共服务，因而基层政府的财力水平如何直接决定

了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能否得以满足。在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体

制下，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状况普遍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调整

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以提高县级政府的财力水平。其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旨在理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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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②

③

实际人均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名义人均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省份消费价格指数
（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

本文尝试了各种组合方案将额外４个特征变量依次引入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并未与表 ３存在明显差异。限于篇幅，表 ７仅
列出了将４个变量全部引入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算结果。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从略。可联系作者索取。



府间纵向财政关系、解决县级财政困境的一项重要尝试。本文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这一准

自然实验，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计量方法，分析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的影响路径及影
响效果。本文经过计量分析后发现，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县级政府的总体财政

收入及其转移支付收入的提高，对本级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说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

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增加”这一影响路径发挥了
主要作用，意味着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截留和挪用县级转移支付的攫取行为，使得县级

政府的总体财力水平显著提高。此外，本文还发现，改革之后弱市下辖县总体财力水平的提升幅

度大于强市下辖县、强县转移支付的提升幅度大于弱县，原因在于改革之前弱市相比于强市更有

可能对下辖县实施攫取行为，而强县相比于弱县容易成为被地级市攫取的对象。① 基于上述分析

结论，本文对未来如何推进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改革应注重规范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间的纵向竞争行为。本文结论验证了地级市对县

在财政上的纵向竞争行为。虽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地级市无法在财政方面对县级政府进

行干预，但是其在行政、人事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在地级市与县的纵向竞争关系

中，地级市政府仍然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改革后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地级市与县争

夺其他方面资源的竞争将愈发激烈。针对地级市对县的纵向竞争行为，一方面省级政府在改革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地市级的利益，确保改革对地级市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例如，省级政府在改

革时可以考虑推行撤县设区，允许地级市将周边部分县变为市辖区。② 另一方面，省级政府应与地

级市政府约法三章，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从根本上约束地级市对县的过度纵向竞争行为。只有争取

到地级市的支持与配合，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才能更加顺利、更加长远地继续推行下去。

第二，改革要因地制宜，将强市和弱市、强县和弱县区别对待。本文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这一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强市和弱市、强县和弱县产生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异性。因此未来各省份继续

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各县所属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强市和弱市可以考虑采

取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强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下辖县可以考虑继续维持原

来的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除此之外，各省份未来推进改革还应考虑县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

以对强县与弱县采取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对强县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对弱县继续维持原来

的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或者在省直管县体制下鼓励地级市继续维持其原来对弱县的扶持政策。

第三，改革要重视提高县级基层政府的自身创收能力。依据本文研究结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对提高县本级财政收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虽然上级转移支付及时到位对提升县级财力至关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在省级政府接管县级财政之后，如何培养县级政府自身的“造血”能力。一方面，省

级政府可以考虑与县之间设立累进式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提高县级政府对新增财政收入的分成比

例，从而激励县级政府积极开发新的财源，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可持续财力水平。另一方面，改革后

县级政府的横向竞争对手突然增多，省级政府应规范县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竞争行为，避免县级政

府税收的无序逐底行为，防止县级实际有效税率过低从而使本级财政收入受到影响。

７６

①

②

虽然《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的数据年份限制导致本文样本期仅至２００７年，但是本文认为所得结论仍具有很强的理
论及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结论揭示了省以下县市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竞争行为模式，发现地级市对县级财政收入的确存在攫取

行为，为今后继续研究省以下地方政府纵向财政关系提供了事实依据；其次，本文结论表明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很好

地实现了改革的初始目标———缓解县级财政困境，为今后采取改革配套措施、继续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

目前已有不少省市已经推行了撤县设区改革，撤县设区之后地级市对县的纵向竞争行为将如何变化，撤县设区是否有利

于缓解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是未来值得继续研究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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